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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章将服务业纳入工业生产函数，构建了动态两部门模型，以此为基础研究了不
同地区、不同规模城市服务业发展的溢出效应，并将其分解为技术外溢效应和要素配置效应，
进一步又采用了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中国２８５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了经验检验。结果
表明，就技术外溢效应而言，整体上城市服务业对工业发展具有正向技术外溢效应，中西部城
市大于东部城市，中等规模城市大于大城市和小城市；就要素配置效应而言，整体上城市服务
业发展具有负向要素配置效应，但大小城市均呈正向效应而中等规模城市则呈负向。最后，
将服务业细分为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东部城市生活性服务业技术外
溢效应大于中西部城市，而生产性服务业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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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达程度也因此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志（Ｍｉｒｏｕｄｏｔ等，２０１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和就业占比分别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３．９％、１２．２％增长到２０１３年的４６．１％、

３８．５％。城市是服务业经济活动集聚的最主要的地理单元，２０１３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创造的
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国服务业增加值的６８．６％。但由于具体国情和历史惯性等原因，目前在
中国城市经济发展中第二产业仍占很大比重，重工业优先发展和资本偏向型发展战略并没
有彻底改变，导致中国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陈斌开和林毅夫，２０１３）。因
此，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科学规划城市规模布局的政策要求下，各地区经济结构能否成功
转型，关键在于城市发展能否形成服务业与工业相互协调的产业结构，因而有必要分析服务
业与工业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关于服务业与工业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大致从“需求遵从论”、“供给主导论”、“互动论”
和“融合论”四种观点进行了回答。综合这四种观点，有研究认为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不
同地区，服务业与工业之间的主导关系会发生改变，表现为这四种关系中的一种（顾乃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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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在后工业时代，服务业逐渐渗透到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研发创新和高新技术
的主要提供者和传播者，起到了“助推器”的效果。这不禁引发我们思考：在新型城市化进程
中，城市服务业的发展究竟能否扮演经济增长主引擎的角色？是否能够如理论预期那样对
工业发展产生溢出效应？不同区域与规模城市服务业的溢出效应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在目前的研究中，大量学者证实了服务业发展对工业存在明显的外溢效应。顾乃华
（２００５）发现服务业可以通过提供专业化的中间品和充当工业转移剩余劳动力的渠道等，对
工业发展产生显著的外溢生产效应和改革效应；唐保庆等（２０１２）则发现技术知识密集型服
务业比劳动和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具有更显著的要素配置效应和技术溢出效

应；①孙晓华等（２０１４）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产出每增加１００％可带来制造业产出提高２１９．５％。
但现有的关于服务业的溢出效应的文献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大量文献将服务业作为独立要
素纳入工业的生产函数，并将服务业和工业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部门，从静态视角分析服务
业对工业的带动作用，忽视了产业间技术经济联系的动态特征；其次，鲜有文献从要素配置
和技术外溢两种机制来研究城市服务业的溢出效应，唐保庆等（２０１２）虽然考虑了这两种效
应，但只是从贸易视角分析了服务业出口的静态溢出效应；最后，多数研究将视野锁定在省
级区域层面（孙晓华等，２０１４），掩盖了城市层面的特征差异，虽然张浩然（２０１５）基于行业和
地区异质性视角，就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但没有分析服务
业溢出效应促进城市效率提升的作用机理，也缺乏相应的理论模型支撑。

　　本文的研究是对现有文献的有益补充，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１）在作用机制
上，本文将城市服务业发展的溢出效应分解为要素配置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更为详细地探
讨了服务业溢出效应的作用机理，为中国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学理支撑。（２）在
理论模型上，本文将服务业和工业作为一个整体，考虑产业间技术经济联系的动态特征，构
建了动态的理论模型，并进一步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进行理论推导及分析。（３）在实证
检验上，考虑到服务业的区域、城市特征差异显著，本文采用了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
据进行经验检验，从动态视角分析了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城市下城市服务业对工业发展的溢
出效应，揭示了城市规模与服务业发展的协同作用机制。

　　本文余下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服务业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第三部分构建动态
两部门模型，从理论上分析服务业对工业的溢出效应，并介绍了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第四
部分是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二、服务业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分析

　　在城市经济学中，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配置主要发生在城市工业与服务业部门中。由于
生产要素的边际效率和技术含量不同，同一生产要素可能被分配在各种潜在收益不同的经
济活动中，要素资源的错配可能导致边际收益偏离完全竞争状态下的边际产出，从而造成服
务业与工业部门的失衡发展。因此，为了获取整体利益最大化，需要合理配置生产要素。

　　部门间与部门内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固然重要，高技术水平服务业的中间投入性质所
带来的外溢效应也不容忽略。由于服务业具有高技术、高人力资本等特征，其中间投入性质
为下游工业提供了生产性服务品，产生了行业间的技术溢出；同时，劳动力的流动和竞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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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要素配置效应是指服务业与工业部门间、部门内通过优化要素的配置来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技术外溢效应是指服
务业对工业与其他服务业部门产生部门间和部门内的技术溢出。



应也会对其他服务业部门产生部门内的技术外溢。可见，服务业发展可以通过要素配置和
技术外溢效应来推动经济发展，其作用机制分析如下：

　　（一）要素配置效应

　　１．服务业要素投入比例的合理化，有助于促进城市各部门的均衡发展

　　在价值链体系中，由于要素具有可流动性，当同一要素被安排在不同的经济活动中时，
其所发挥的经济效益可能不同。如果服务业部门要素投入比例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将导
致各部门各要素的边际收益不再相等，会改变企业对要素的需求结构，造成企业间生产效率
和产出的差异（曹玉书和楼东玮，２０１２）。在短期内，要素流动障碍和资源错配会造成服务业
部门的产出总量与产出比例发生变化，长期则会改变既有要素禀赋和技术的产出组合方式，
造成服务业和工业各部门的非均衡增长以及导致整个社会产业结构失衡。

　　２．服务业集聚通过规模经济效应驱动城市经济增长

　　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服务业集聚可以通过上下游产业间投入产出关联产生规模经济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１９９６），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从而有助于城市整体经济部门产生协同效率和累
积因果关系，进而驱动城市经济增长。Ｄｕｒａｎｔｏｎ和Ｐｕｇａ（２０１４）研究了马歇尔集聚经济的
共享、学习和匹配三种微观机制，认为中间投入的规模经济是推动城市经济效益的动力来源。

　　（二）技术外溢效应

　　１．服务业集聚的技术外部性，提高了工业和整体经济部门的增长潜力

　　城市服务业已发展为集聚程度最高的产业，服务业集聚的技术外部性来源于专业化和
多样化集聚。Ｇｌａｅｓｅｒｅｔ等（１９９２）将服务业集聚所带来的知识与技术溢出效应称之为“动态
外部性”，研究发现雅克布斯和波特动态外部性比马歇尔效应更为显著，知识溢出效应主要
来源于产业之间，而非同一产业内部。服务业集聚一方面可以通过技术外部性作用于城市
化，推进城市工业和整体经济部门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技术扩散效应促使企业采用新的
工艺和技术，增强应对市场竞争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提高城市发展潜力。

　　２．市场竞争促使工业企业服务外包，有利于形成服务业对工业的前后向溢出效应

　　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不确定性，城市工业企业会选择剥离价值链上的某些环节
以便专注核心技术和业务的发展（顾乃华，２０１０）。内置的服务环节具有高昂的固定成本和
低使用率，会降低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通过外购或分包服务，一方面可以分散风险，并将
资源集中在最有竞争优势的环节；另一方面能大幅降低资源配置成本，进一步提高自身产出
效率（江小涓，２００８）。而生产性服务业则能借助其与工业的前向产业关联产生前向溢出效
应；同时，服务业的高技术和高人力资本的特性能通过对工业需求的后向激励，形成对工业
的后向溢出效应。

三、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动态两部门模型的构建

　　基于Ｆｅｄｅｒ（１９８３）两部门模型的扩展和内生增长理论，假定经济体中只包含服务业和
工业两个部门，每个部门均以资本和劳动作为生产要素。服务业对工业的外部效应体现在
服务产出作为工业产出的中间投入，即服务产出包含在工业生产函数中，据此来构建两部门
模型。假定Ｓｔ、Ｇｔ 分别为ｔ期服务业、工业的总产值，Ｙｔ 为ｔ期两部门的总产值之和，ＫＳｔ、

ＫＧｔ、ＬＳｔ和ＬＧｔ分别为ｔ期服务业与工业的资本、劳动的要素投入量，Ｋｔ、Ｌｔ 分别为ｔ期两部
门的资本要素总投入和劳动要素总投入，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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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ｔ＝Ｇ（ＫＧｔ，ＬＧｔ，Ｓｔ） （１）

Ｓｔ＝Ｓ（ＫＳｔ，ＬＳｔ） （２）

其中，式（１）、式（２）分别表示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函数，式（１）反映了服务业产出作为工业部
门的中间投入，其对工业部门能够产生外部经济溢出效应，式（２）满足一次齐次条件。

　　根据路径依赖，服务业部门未来总产值的预测值（Ｓｅｔ＋１）往往受当期实际总产值（Ｓｔ）与
过去预测总产值（Ｓｅｔ）的影响，这种调整和修正能够较好地刻画服务业部门的动态发展及其
对工业部门发展的带动效应。公式表示如下：

Ｓｅｔ＋１＝Ｓｅｔ＋λ（Ｓｔ－Ｓｅｔ）＝λＳｔ＋（１－λ）Ｓｅｔ　（０≤λ≤１） （３）

其中，λ为调整和修正未来预测值的速度。修正后的工业部门生产函数为：

Ｇｔ＝Ｇ（ＫＧｔ，ＬＧｔ，Ｓｅｔ） （４）

　　分别对上述公式进行全微分，得：

ｄＹｔ＝ｄＳｔ＋ｄＧｔ＝（ＳＫＳｔｄＫＳｔ＋ＳＬＳｔｄＬＳｔ）＋（ＧＫＧｔｄＫＧｔ＋ＧＬＧｔｄＬＧｔ＋ＧＳｅｔｄＳｅｔ） （５）

其中，ＳＫＳｔ
、ＳＬＳｔ、ＧＫＧｔ

、ＧＬＧｔ
分别表示ｔ期服务业和工业的资本、劳动的边际产出，ＧＳｅｔ表示服务

作为工业要素投入的边际产出。

　　假设两部门要素的边际产出存在相等的差异θ，则ＳＫＳｔ
／ＧＫＧｔ＝ＳＬＳｔ／ＧＬＧｔ＝１＋θ。

　　不考虑折旧时，则某年资本存量增值等于当年净投资，ｄＫＳｔ＋ｄＫＧｔ＝ＩＳｔ＋ＩＧｔ＝Ｉｔ，两
部门劳动力增量ｄＬＳｔ＋ｄＬＧｔ＝ｄＬｔ，对于微分形式，通常近似ｄＳｅｔ＝ｄＳｔ，整理式（５）得：

ｄＹｔ＝ＧＫＧｔＩｔ＋ＧＬＧｔｄＬｔ＋［θ／（１＋θ）＋ＧＳｅｔ］ｄＳｔ （６）

其中，ＧＳｅｔ表示服务业对工业的外部经济溢出效应。根据Ｂｒｕｎｏ（１９８６）的研究，令ＧＫＧｔ＝α，

ＧＬＧｔ＝β×（Ｙｔ／Ｌｔ），得：

ｄＹｔ
Ｙｔ
＝α
Ｉｔ
Ｙｔ
＋β
ｄＬｔ
Ｌｔ
＋（θ１＋θ

＋ＧＳｅｔ）
ｄＳｔ
Ｓｔ
×
Ｓｔ
Ｙｔ

（７）

　　假定服务业对工业的外部效应以不变弹性影响工业产出，即：

Ｇｔ＝Ｇ（ＫＧｔ，ＬＧｔ，Ｓｅｔ）＝（Ｓｅｔ）γ×Ｇ（ＫＧｔ，ＬＧｔ） （８）

其中，γ表示服务业对工业部门的技术外溢参数，则ＧＳｅｔ＝γ×（Ｇｔ／Ｓｅｔ），代入式（７），并进行
几何分布滞后变换，得：

ｄＹｔ
Ｙｔ
＝（１－λ）

ｄＹｔ－１
Ｙｔ－１

＋αλ
Ｉｔ
Ｙｔ
＋βλ

ｄＬｔ
Ｌｔ
＋（θ１＋θ

）λ
ｄＳｔ
Ｓｔ
×
Ｓｔ
Ｙｔ
＋γλ（１－

Ｓｔ
Ｙｔ
）×
ｄＳｔ
Ｓｔ

（９）

　　借鉴唐保庆等（２０１２）对服务贸易出口溢出效应的分解方法，本文将其扩展到城市服务
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中，（ｄＳ／Ｓ）×（Ｓ／Ｙ）为服务业产出对两部门经济体的占有率与其
增长率的乘积，表示服务业对两部门经济体的直接贡献，即服务业部门的要素配置效应；（１
－Ｓ／Ｙ）×（ｄＳ／Ｓ）表示服务业部门通过其与工业部门的弹性关系影响整体经济增长，即服
务业部门的技术外溢效应。

　　令β１＝１－λ，β２＝αλ，β３＝βλ，β４＝［θ／（１＋θ）］×λ，β５＝γλ，考虑加入常数项β０，分析中
国不同地区或城市ｉ服务业对工业的带动作用：

（ｄＹ
Ｙ
）
ｉｔ
＝β０＋β１（

ｄＹ
Ｙ
）
ｉｔ－１
＋β２（

Ｉ
Ｙ
）
ｉｔ
＋β３（

ｄＬ
Ｌ
）
ｉｔ
＋β４（

ｄＳ
Ｓ ×

Ｓ
Ｙ
）
ｉｔ

＋β５（１－
Ｓ
Ｙ
）
ｉｔ
×（
ｄＳ
Ｓ
）
ｉｔ
＋εｉｔ

（１０）

其中，ｄＹ／Ｙ 为产出增长率，Ｉ／Ｙ 为投资产出比，ｄＬ／Ｌ 为劳动投入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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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功能不同，服务业可划分为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两种类型，本文也首次尝试在理论
模型推导中，分析不同类型服务业的溢出效应。假设不同类型服务业部门对工业产出的影
响具有不变弹性特征，则式（１）可以改写成：

Ｇｔ＝Ｇ（ＫＧｔ，ＬＧｔ，ＰＳｔ，ＣＳｔ）＝（ＰＳｅｔ）γ１×（ＣＳｅｔ）γ２×Ｇ（ＫＧｔ，ＬＧｔ） （１１）

其中，ＰＳｔ、ＣＳｔ 分别表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产出作为工业部门的中间投入，γ１、

γ２分别表示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对工业部门的技术外溢参数，结合式（７）和式（１０），对式
（１１）求偏导得：

（ｄＹ
Ｙ
）＝β０＋β１（

ｄＹ
Ｙ
）＋β２（

１
Ｙ
）＋β３（

ｄＬ
Ｌ
）＋β４（

ｄＰＸ
ＰＳ ×

ＰＳ
Ｙ ＋β５

（ｄＣＳ
ＣＳ ×

ＣＳ
Ｙ

＋β６（１－
ＣＳ
Ｙ
）ｉｔ×（

ｄＰＳ
ＰＳ

）＋β７（１－
ＰＳ
Ｙ
）ｉｔ×（

ｄＣＳ
ＣＳ

）ｉｔ＋εｉｔ

（１２）

其中，（ｄＰＳ／ＰＳ）×（ＰＳ／Ｙ）、（ｄＣＳ／ＣＳ）×（ＣＳ／Ｙ）分别表示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对两部
门经济体的直接贡献，即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部门的要素配置效应；（１－ＣＳ／Ｙ）×（ｄＰＳ／

ＰＳ）、（１－ＰＳ／Ｙ）×（ｄＣＳ／ＣＳ）分别表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技术外溢效应。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１．被解释变量

　　ｄＹ／Ｙ 为产出增长率。由于本文以城市服务业和工业两部门作为整体，因此根据各城
市ＧＤＰ 与三次产业占比，计算出各城市市辖区二、三产业ＧＤＰ 加总来衡量产出。

　　２．核心解释变量

　　Ｉ／Ｙ 为投资产出比。地区资本投资力度越大，越利于推动经济增长。资本投入量采用
市辖区固定资产净额来衡量。

　　ｄＬ／Ｌ 为劳动投入增长率。丰裕的劳动力资源能够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企业或
部门利润，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对于劳动要素的投入量，选择市辖区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
数来衡量。

　　（ｄＳ／Ｓ）×（Ｓ／Ｙ）为服务业部门的要素配置效应，采用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与其占两
部门经济体比重的乘积来计算。由于城市统计中没有服务业各个细分行业增加值数据，因
而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依据柯善咨和赵曜（２０１４）的做法，采用分行业就业规模来测算。

　　（１－Ｓ／Ｙ）×（ｄＳ／Ｓ）为服务业部门的技术外溢效应，同样，整体服务业采用服务业增加
值测量，分行业服务业采用从业人员代替。

　　３．控制变量

　　为了得到更为精确的估计结果，结合既有的研究，选取城市人力资本、基础设施、财政支
出和环境规制等作为控制变量。城市人力资本，借鉴柯善咨和赵曜（２０１４）的研究，以市辖区
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数来衡量（记为ｌｎｃｏｌｓｔｕ）。城市基础设施，借鉴陆铭等（２０１２）的研究，
以市辖区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和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来衡量。这主要是因为道路和交通等
基础设施会通过影响运输和交易成本，从而影响资源的配置和生产效率，同时，城市基础设
施的改进也会促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流入，从而影响资本投资、技术创新与吸收。为减
少或消除异方差性，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和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均采用其对数来衡量，分别
记为ｌｎｒｏａｄ、ｌｎｂｕｓ。财政支出，同样借鉴陆铭等（２０１２）的研究，采用地方政府预算内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来衡量（记为ｐｆｅ）。城市环境规制，采用市辖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来衡量（记为

ｇｃｒａｔｉｏ）。
·３３１·

李敬子、毛艳华、蔡敏容：城市服务业对工业发展是否具有溢出效应？



　　据此，本文设定的计量模型如下：

　　 （ｄＹ
Ｙ
）＝β０＋β１（

ｄＹ
Ｙ
）ｉｔ－１＋β２（

１
Ｙ
）ｉｔ＋β３（

ｄＬ
Ｌ
）ｉｔ＋β４（

ｄＳ
Ｓ ×

Ｓ
Ｙ
）ｉｔ＋β５（１－

Ｓ
Ｙ
）ｉｔ×（

ｄＳ
Ｓ
）ｉｔ

＋β６ｌｎｃｏｌｓｔｕｉｔ＋β７ｌｎｒｏａｄｉｔ＋β８ｌｎｂｕｓｉｔ＋β９ｐｆｅｉｔ＋β１０ｇｃｒａｔｉｏｉｔ＋εｉｔ
（１３）

　　４．数据来源

　　由于２００３年中国新修订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其中修改和调整的内容涉及到生产性
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划分，同时考虑到行政区划分调整等原因，基于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统
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最终选取了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除拉萨外的２８５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
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个别缺失值
采用插值法补全，名义变量统一按照所在省份ＧＤＰ 平减指数调整为以２００３年为基期的实
际值。

四、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是个动态过程，既受当前因素影响也与过去因素有关。因而在模
型中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并采用系统ＧＭＭ 估计，该方法充分利用了样本信息，降低
了小样本误差，大大提高了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和一致性。

　　（一）不同地区城市服务业的溢出效应分析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结构具有显著差异且存在产业发展梯度，为了揭示不同地区服
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要素配置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是否存在差异，有必要对全国及东中
西部地区进行对比分析，①并考察这些差异背后的根源。回归结果见表１。其中模型（１）－
（６）均使用ＷＣ稳健型的系统ＧＭＭ 估计，把劳动投入增长率、服务业部门的要素配置效应
和技术外溢效应设为内生变量，把投资产出比设为前定变量，把城市人力资本、基础设施、财
政支出和环境规制设为外生变量。由回归结果可知，模型（１）－（６）中的Ｈａｎｓｅｎ检验均不
拒绝原假设，且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Ｂｏｎｄ差分后的ＡＲ（１）检验均拒绝原假设，ＡＲ（２）检验均不拒绝
原假设，即差分后的残差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表明模型设定合理。

　　估计结果显示，从全国来看，滞后一期的产出增长系数均在５％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中
国城市经济增长表现出明显的惯性特征，前期的经济增长有利于促进后期增长。投资产出
比和劳动投入增长率系数均为正显著，这表明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和劳动力
投入，这与经济增长理论是相符的。技术外溢效应（１－Ｓ／Ｙ）×（ｄＳ／Ｓ）的回归系数均在５％
的水平上正显著，表明服务业对工业部门产生了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这是因为从产业链
关系来看，服务业是工业分工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更容易通过产业的前后向关联产生
技术外溢效应，并通过竞争和示范效应，不断推动工业部门调整结构从而向先进的技术前沿
靠近（戴翔和金碚，２０１３）。要素配置效应（ｄＳ／Ｓ）×（Ｓ／Ｙ）的回归系数呈负显著，表明服务
业部门要素资源存在错配，产生了负向要素资源配置效应，这与姚战琪（２００９）的结论一致。
这主要是因为服务业部门具有进入门槛高、高度专业化和规模报酬递增等特征（Ｊｅｎｓｅｎ和

Ｔａｒｒ，２０１２），但中国高技术高素质的人力资本较为匮乏，服务业发展难以得到要素支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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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国发《２０００》３３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的划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
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
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和内蒙古。



此在要素配置的问题上面临较少的选择机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难以发挥。

　　从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城市经济增长也表现出明显的惯性特征，东部城市投资产出比
和劳动投入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都高于中西部城市，这主要是由于东部沿海地区
交通发达，其自身的地理优势也更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且东部城市劳动力素质和科学技
术水平较中西部城市更高。就技术外溢效应而言，中西部城市服务业的溢出效应系数
（３．７７８）高于东部城市（１．０８７），这与我们的预期并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有两点：第一，东部
城市已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量低端制造业向中西部城市转移，但由于中国服务业整体
发展水平较低，东部城市剩下的相对高端制造业接受现有服务业的技术溢出空间相对较小，

Ｋａｉｓｅｒ（２００２）的研究也表明了这一点；第二，东部城市服务业增加值的绝对值虽然较高，但
东部城市工业较为发达，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城市服务业－工业的平均比例仅为０．８７５，低于同期
中部城市（０．９６４）和西部城市（１．０６８）的服务业相对比例，尚未形成足够的经济集聚规模，难
以发挥规模经济，柯善咨和赵曜（２０１４）的研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就要素配置效应而言，

东中西部城市服务业均产生了负向效应，这一结果与全国样本的估计一致。
表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全国与东中西部地区系统ＧＭＭ估计

全国
（１）

全国
（２）

东部城市
（３）

东部城市
（４）

中西部城市
（５）

中西部城市
（６）

Ｌ．ｄＹ／Ｙ
０．２１１＊＊＊ ０．１８４＊＊＊ ０．３１７＊＊＊ ０．５４６＊＊＊ ０．０８３＊＊＊ ０．０８６＊＊＊

（４３．３０） （３０．４６） （３９．７７） （１７．２３） （１７０．９２） （４８．３０）

Ｉ／Ｙ
０．１９２＊＊＊ ０．１８２＊＊＊ ０．５２８＊＊＊ ０．４２１＊＊＊ ０．０７６＊＊＊ ０．０６２＊＊＊

（１３．００） （１１．４７） （３８．８１） （１４．７１） （３８．９１） （１２．０９）

ｄＬ／Ｌ
１．８２１＊＊＊ １．３５５＊＊＊ ０．９５７＊＊＊ １．０６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５５＊＊＊

（１９．３３） （１１．９０） （４０．１１） （２２．２７） （３．８８） （５．５４）

（１－Ｓ／Ｙ）×（ｄＳ／Ｓ）
２．１０３＊＊＊ ２．９３２＊＊＊ ０．５９２＊＊＊ １．０８７＊＊＊ ３．２７３＊＊＊ ３．７７８＊＊＊

（２５．７１） （２４．０６） （１７．４１） （５．１３） （２９５．１４） （１０４．３３）

（ｄＳ／Ｓ）×（Ｓ／Ｙ）
－０．１８６＊＊ －０．５０２＊＊＊ －２．０７０＊＊＊ －１．８３２＊＊＊ －０．８４７＊＊＊ －１．１９３＊＊＊

（－２．０１） （－３．５９） （－２８．５４） （－６．６３） （－５０．５１） （－２１．２７）

ｌｎｃｏｌｓｔｕ
０．０６７＊＊＊ ０．４１２＊＊＊ －０．０２３＊＊＊

（５．９４） （１５．９０） （－６．４８）

ｌｎｒｏａｄ
０．０４５＊＊＊ ０．１１９＊＊＊ ０．０１４＊＊＊

（３．１１） （６．７６） （２．７０）

ｌｎｂｕｓ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６８） （５．１９） （－２．１７）

ｐｆｅ
０．５２３＊＊＊ ０．５５９＊＊＊ ０．４６７＊＊＊

（５．３５） （５．９７） （１３．９０）

ｇｃｒａｔｉｏ
－０．７２６＊＊＊ －１．０１５＊＊＊ ０．０９２＊＊＊

（－７．８４） （－１５．４２） （５．５２）

ＡＲ（１）Ｔｅｓｔ　 ０．００９０　 ０．０１７６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２９
ＡＲ（２）Ｔｅｓｔ　 ０．７８４７　 ０．６５５１　 ０．２３３３　 ０．５０６５　 ０．８８６１　 ０．６９１６
Ｈａｎｓｅｎ　Ｔｅｓｔ　 ０．２３４３　 ０．７４４９　 ０．９９８６　 ０．９９７９　 ０．２８４０　 ０．０７９５
时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３　１３５　 ３　１３５　 １　１１１　 １　１１１　 ２　０２４　 ２　０２４

　　注：括号内为ｔ统计量；＊＊＊、＊＊、＊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ＡＲ（１）、ＡＲ（２）与 Ｈａｎｓｅｎ检

验报告的均为对应的Ｐ 值，受篇幅所限，表中省略了对常数项的报告。下表同。

　　最后，在控制变量方面，全国与东部城市人力资本参数估计显著为正，表明劳动力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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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现代服务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越显著。然而，中西部城市人力资本负显著，这表明中西
部城市高技术人力资本较为匮乏，人力资本投资仍然是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发展新
型城镇化更应加大全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和技能型人才的培育力度。城市基
础设施方面，估计结果表明城市的市政设施水平影响产业集聚和城市经济发展。财政支出
估计结果呈正显著，表明财政支出增加通过乘数效应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环境规
制估计结果为负显著，这与服务业要素配置效应为负显著相对应，表明城市经济增长并没有
形成以低碳绿色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资源配置还有待优化。

　　（二）不同规模城市服务业的溢出效应分析

　　城市经济学强调城市体系的重要性，城市体系特别是城市规模分布对经济增长及经济
效率有着重要的影响（Ｄａｖｉｓ和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３；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３）。通过对比分析不同城
市规模的服务业对工业发展的溢出效应，可以从一个侧面考察中国城市规模的合理性，为科
学规划城市规模与布局提供决策依据。

　　关于城市规模的衡量主要有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地域规模两种指标，国内学术界通常
采用人口规模指标，本文也采用这一指标。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１日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
划分标准的通知》按照城区常住人口对城市规模重新设定了划分标准：城区常住人口５０万
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５０－１００万为中等城市，１００－５００万为大城市，５００－１０００万为特大
城市，１０００万以上为超大城市。由于超大、特大城市样本个数较小，①本文考虑将人口在

１００万以上的城市统一用大城市表示。ＧＭＭ 估计结果如表２所示。

　　估计结果显示，城市经济效率可能会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而呈现先增后减的“倒Ｕ 形”
变化，中等规模城市滞后一期产出增长系数呈正显著，即中等城市经济增长表现出明显的惯
性特征，而大、小城市滞后一期产出增长系数为负显著，这一结论与Ｏ’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２０００）和陆
铭等（２０１２）的结论一致。这是因为在新常态背景下，大城市开始不再强调以ＧＤＰ 为导向
的经济发展模式（如上海市），经济工作重点由工业转向服务业，发展方式也由要素驱动、投
资规模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但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阵痛”迹象逐步显露，经济增速出现下滑，
这种现象在我国很多大城市都已显现。② 而在小城市方面，由于欧美市场复苏缓慢，国际出
口市场持续下滑，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从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向以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为主转
变，但小城市由于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以及高素质劳动力不断流向大、中城市等原因，小城
市本身内需市场不足，造成了经济增长缓慢甚至下滑。同时，大中城市投资产出比系数呈正
显著，小城市呈负显著，说明大中城市资本投资的规模经济效益越来越明显，促进了经济增
长，而小城市由于资本要素缺乏合理配置和规模经济效益不明显等原因，资本投入提高过快
反而抑制了产出增长。劳动投入增长率对大中小城市产出增长均呈正显著影响，表明劳动
力资源投入促进了城市的经济增长。

　　从技术外溢效应来看，大中小城市服务业均产生了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并且城市服务
业技术外溢效应与其规模呈“倒Ｕ 形”关系，中等城市服务业的外溢效应系数（６．２６４）高于大
城市（１．３６８）和小城市（０．５１８），这与段瑞君（２０１３）所认为的中等规模城市的知识溢出效应
最为显著的结论一致。从要素配置效应来看，大、小规模城市服务业部门均产生了显著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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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１３年，中国２８５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超大城市有３个，特大城市有９个，大城市１２０个，中等城市１０４个，小城市４９
个。超大与特大城市数量仅占总样本数量的４．２１％，因此，本文考虑将超大、特大城市归并到大城市分类中进行实证分析。

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ＧＤＰ 增长率分别从２０１０年的１６．１３％、１４．０９％、１７．６２％和１６．８３％下降到２０１３年的

８．３１％、６．９９％、４．３９％和１１．９７％。



向要素配置效应，但中等规模城市服务业产生了负向要素配置效应。这是因为对大城市而
言，能够容纳较大规模的各种行业，会产生明显的聚集效应，自身的绝对规模也足以实现规
模经济，并从中间品的本地市场效应中获益（柯善咨和赵曜，２０１４）；对小城市而言，劳动力价
格偏低，具有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同时近十多年来国家大力推出扶持西部地区中小城市
发展的相关政策，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对中等规模城市而言，在加快转
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逐渐承接了大城市转移出的中低端制造业，但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
不断向较为发达的大城市流动，从而导致了要素资源难以实现有效合理的配置。

表２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不同城市规模系统ＧＭＭ估计

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Ｌ．ｄＹ／Ｙ －０．０６９＊＊＊（－３２．７６） ０．３４３＊＊＊（７９．３９） －０．０２４＊＊（－２．５７）

Ｉ／Ｙ　 ０．０５１＊＊＊（１３．５４） ０．５２１＊＊＊（３６．７０） －０．０３０＊＊＊（－３．８２）

ｄＬ／Ｌ　 ０．０５９＊＊＊（１４．２３） ０．５３６＊＊＊（２６．１２） ０．０５９＊＊＊（５．７４）
（１－Ｓ／Ｙ）×（ｄＳ／Ｓ） １．３６８＊＊＊（８５．２１） ６．２６４＊＊＊（６９．２４） ０．５１８＊＊＊（１１．６６）
（ｄＳ／Ｓ）×（Ｓ／Ｙ） ０．１２７＊＊＊（６．３８） －１．９７７＊＊＊（－１５．０３） ０．４２３＊＊＊（６．１７）

ｌｎｃｏｌｓｔｕ　 ０．００１＊＊＊（３．３６） ０．２２１＊＊＊（３１．５３） ０．０１０（１．３０）

ｌｎｒｏａｄ －０．００７＊＊＊（－３．８０） ０．４２１＊＊＊（２６．７９） ０．０３２＊＊＊（４．０８）

ｌｎｂｕｓ －０．００５＊＊＊（－７．１３） ０．０１２＊＊＊（２．７２） ０．００１＊＊＊（８．２３）

ｐｆｅ －０．２２３＊＊＊（－１０．９４） １．２９６＊＊＊（２１．２０） －０．２０７＊＊＊（－４．６５）

ｇｃｒａｔｉｏ　 ０．０２２＊＊＊（６．９８） －３．９５８＊＊＊（－２６．８６） －０．１５８＊＊＊（－６．６８）

ＡＲ（１）Ｔｅｓｔ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１３０　 ０．０４２４
ＡＲ（２）Ｔｅｓｔ　 ０．５７０６　 ０．９５１６　 ０．７５０３
Ｈａｎｓｅｎ　Ｔｅｓｔ　 ０．７３１４　 ０．９５２０　 １．００００
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１　４５２　 １　１４４　 ５３９

　　控制变量方面，就大城市而言，财政支出对产出增长呈负向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政府投
资挤出了私人投资，垄断带来了低效率，降低了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公共汽车客运量对产出
增长呈负向显著，这是因为交通拥堵等“城市病”会增加城市交易成本，降低城市经济效率；

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呈正显著，表明大城市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积极推进了生态环
境建设。就中等规模城市而言，财政支出和公共汽车客运量对产出增长均呈正向显著影响。

小城市的公共汽车客运量对产出增长也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这一实证结果与近年来城镇化
过程中加快公共财政制度改革和增加中小城市的交通设施投入的政策趋势相一致。其他控
制变量的结果与前文相似，不再赘述。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前文实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接下来将服务业划分为生产性和生活性服
务业，①采用系统ＧＭＭ 方法分别研究分类型服务业的要素配置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并进
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３所示。② 对全国和分地区样本回归发现，估计结果与前文完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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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于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分类，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的分类有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本文借鉴王
恕立和胡宗彪（２０１２）的方法，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
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划分为生
产性服务；将“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划分为生活性服务业。

若读者需要完整的估计结果，可以向作者索取。



致，显示了较好的稳健性。受篇幅所限，此处仅讨论服务业的溢出效应。
表３　稳健性检验

全国 东部城市 中西部城市

（１－ＣＳ／Ｙ）×（ｄＰＳ／ＰＳ） ０．３８５＊＊＊
（２８．３１）

０．００８
（０．１２）

０．２５２＊＊＊
（１７．６９）

（１－ＰＳ／Ｙ）×（ｄＣＳ／ＣＳ） ０．２０８＊＊＊
（８．７２）

２．９８８＊＊＊
（１２．５２）

０．０５１＊＊＊
（３．０９）

（ｄＰＳ／ＰＳ）×（ＰＳ／Ｙ） －０．８５３＊＊＊
（－２７．７４）

－０．３０４＊＊
（－２．１４）

－０．５３７＊＊＊
（－１７．５８）

（ｄＣＳ／ＣＳ）×（ＣＳ／Ｙ） －０．３６１＊＊＊
（－６．８３）

－５．８０４＊＊＊
（－１１．７４）

－０．０８５＊＊＊
（－２．９６）

　　从全国样本来看，无论生产性还是生活性服务业的技术外溢效应系数均呈正显著，且生
产性服务业对工业发展的技术外溢系数（０．３８５）大于生活性服务业（０．２０８）。这主要是由各
自的技术水平和功能差异所决定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直接配套相关，主要是技术知识与
资本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具有进入门槛高、高度专业化和规模报酬递增等特征，服务业的
中间投入性质极大地提高了工业生产效率；而生活性服务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其技术
水平较低，主要是为消费者提供独立的服务，与工业的关联程度较差。要素配置效应系数均
呈负向显著，这说明服务业部门的要素配置效应有待提高。

　　从分地区样本来看，对于生产性服务业而言，与中西部城市相比，东部城市技术外溢效
应不显著，中西部城市技术外溢效应正显著，表明东部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的要素配置
效果不佳。而对于生活性服务业，东部城市的技术外溢效应大于中西部城市，这与东部城市
公共生活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居民文化娱乐生活和社会福利水平逐渐提高有关。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对Ｆｅｄｅｒ（１９８３）两部门模型进行扩展，构建将服务业纳入工业生产函数的动
态两部门模型，运用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中国２８５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

ＧＭＭ 方法研究了不同地区、不同城市规模情况下服务业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分析
了城市服务业部门的要素配置效应和对工业部门的技术外溢效应，主要结论与启示如下：

　　第一，城市服务业对工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整体上城市服务业对工业发
展具有正向技术外溢效应，中西部城市技术外溢效应大于东部城市，中等规模城市大于大城
市和小城市；分类型服务业研究发现，东部城市生活性服务业技术外溢效应大于中西部城
市，而生产性服务业则相反。可见，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我国城市服务业内部结构调整
的重要方向。同时，由于东中西部城市差异显著，尤其是中西部城市发展较为落后，因而应
完善跨区域城市发展协调机制；在城市体系构建中，应注重中等规模城市的发展，因为从市
场规模、技术外溢以及农村人口迁移偏好方面来看，中等规模城市都具有很好的优势。

　　第二，城市服务业与工业在产业链中缺乏有效衔接，未能通过要素配置效应促进经济增
长。就要素配置效应而言，整体上城市服务业发展具有负向要素配置效应，但大小城市均呈
正向效应而中等规模城市则呈负向。因此，应积极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改革户籍制度，减
少劳动力要素流动限制，通过市场机制促进产业合理分工，实现城市体系中产业与资源匹
配，从而提高城市服务业的资源配置效应。同时，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进一步改革城市布
局，增强大城市的结构比例和辐射能力，并协调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第三，加大资本投入、劳动要素投入、城市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财政支出等力度，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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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发展，大城市在发展中应注重权衡城市扩张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和拥挤效应等
“城市病”问题。同时，在城市环境规制方面，中国城市经济增长整体上并没有形成以低碳绿
色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而中共十八大报告则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的基本国策。因此，中国城市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应重视生
态环境保护，走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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